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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在环境移民吗？
①

——来自空气质量指数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刘欢 席鹏辉

摘要：2013 年来中国各城市相继实施了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为研究中国环境移民问

题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利用 2001-2016 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

析了空气质量指数改革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后各城市空气质

量指数明显提高，城市人口净迁入量出现明显性下降。这一效应在控制户籍制度及公共服务

等因素后仍然显著。根据本文的进一步分析，环境移民存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效应，

在面对更高的环境污染风险时，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更高人群拥有更强的迁出意愿。本文

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地方政府应当重新审视和定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避免环境污染通过人力资本流失等渠道对地区经济长期发展可能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空气质量新标准 环境移民 高质量发展

一、引 言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

达到 2.45亿人，约为总人口的 17.72%，这一比例在 1982年时仅为 0.65%。作为优化资源配

置的重要途径，大规模流动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人口迁

移决策主要受经济发展机会影响，但除了就业与更高的预期收入外，人口也会为更好的公共

服务而选择迁移（Tiebout，1956）。尤其是在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给居民

生存环境带来极大挑战的前提下（杨继生等，2012），“环境移民”极有可能形成。事实上，

北京等地区以雾霾为主的污染问题频发也确实诱发高收入阶层的迁出意向（洪大用等，2015）。
然而，中国是否存在环境移民，直接的经验证据十分欠缺。

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是迁移者结合自身特征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迁移成本和收益后的最优

选择。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农业部分的工资差距直接吸引劳动力

不断向城市流动（Todaro，196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也正是源于地

区间经济发展机会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然而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环境质量恶化，

环境因素在迁移决策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环境移民不仅意味着迁移者自身居住环境与生

产方式的变化，还将对迁入、迁出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探求环境质量对迁

移决策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环境移民的研究中，判断环境移民的存在是基本。人口的“无成本”自由流动和环境质

量的正效用将促使理性人以足投票，但迁移过程中各类经济和非经济收益及成本使研究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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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直接认定这种现象是否具有一般性（Sjaastad，1962），对环境移民现象的判断必须依赖

强有力的实证证据支持。遗憾的是，受到移民样本数据的缺失，以及实证回归中内生性等问

题的干扰，目前针对中国环境移民的有效和直接经验证据仍然缺乏。

为此，本文采用 2001-2016年 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环境

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及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采用

2001-2016年城市层面的常住人口数据，这有利于直接观察环境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第

二，本文创新性地使用了环境质量新标准改革作为准自然试验，其引起的空气污染指数提高

与地区空气污染实际变化情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无关，有效地解决了环境质量与移民间的内生

性问题。第三，本文在环境移民问题上个体异质性差异的发现，为现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一定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背景介绍

（一）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行为是迁入地拉力与迁出地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工业部门以高收入吸

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Lewis，1954）。尽管存在失业风险，但只要预期收益高

于迁移成本与农村收入就会产生迁移行为（Todaro，196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大

规模跨地区流动也正是源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机会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但受城乡劳动力市

场长期分割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呈现出典型的“候鸟式”迁移。除此入外，劳动力也可能

为更好的公共服务选择迁移（Tiebout，1956）。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环境质量差异开始引起人们选择性的迁移活动。环境移民不仅可能改变了地区的人口布局，

也会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发展产生重要影响。Banzhaf & Walsh（2008）利用加利福尼亚州

社区人口微观数据发现有毒气体释放的减少将提高居民土地需求，也显著改变了社区的住户

经济和人口结构状况。

在环境移民的实证研究中，环境质量与人口迁移数据是其中的基础和关键。然而，受迁

移数据获取难度的限制，相关研究利用和发展了享乐价格模型（Hedonic Housing Price Model）
试图解决迁移人口数据问题，其逻辑是人口的无成本迁移导致迁移竞争，而地区特征在市场

出清条件下将被资本化在当地房价中（Ridker & Henning，1967；Rosen，1974），这些地区

特征一般也被称为边际支付意愿（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MWTP），边际支付意愿的

强弱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迁移竞争强度。据此，环境对房价的影响最终表现的即为环

境移民的效应。应用享乐价格法，Chattopadhyay（1999）测算了芝加哥居民因空气污染减少

的房价支付意愿；Tra（2010）分析了洛杉矶 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订版造成的空气质

量改善对人们福利的影响，发现空气质量的提升改变了人们的住房选择，也提高了当地房价

水平；Currie et al（2013）研究发现有毒企业开放（关闭）导致周围房价下降（上升），这表

明人们在迁移定居时将考虑周边环境污染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以高耗能和高污染

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给资源环境与居民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挑战。世界银行在 2007年的《中

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中指出，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是世界城市污染程度最严重的成员

之一，仅有 1%城市的环境质量满足欧盟的环境标准，造成社会健康成本激增。随着环境污

染的逐步加剧，人们开始逐渐重视环境治理并对优质环境有所追求，这极有可能在环境移民

上有所体现。陈永伟（2012）以青岛市微观数据为样本利用享乐价格法分析了空气污染对房

价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空气质量的提升，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意愿提高。这是国内首次采用

微观社区数据，利用享乐价格法研究环境质量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类文章。而后 Zhe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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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也利用中国城市数据分析了环境对房价的影响，发现 PM10水平对城市房价具有显

著负效应，临近城市污染平均下降 10%将使本地房价上涨 0.76%。

但是采用享乐价格法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市场出清，即房屋的供给等于初始需求。当供给

一定时，那么房屋的价值则受人口迁移形成的需求量变化的影响，最终反映在房屋价格水平

上，而这一条件在微观社区样本中更容易满足。宏观地区由于房屋供给具有较大弹性，房价

很可能无法反映空气质量，如 Kahn（2000）的研究并不支持空气质量最终将体现在宏观房

价水平上，他分析了洛杉矶 20世纪 80至 90年代的环境质量变化与人口数量，发现洛杉矶

的《清洁空气法案》使得地区臭氧水平的下降提高了当地生活质量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

但对房价却未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是城市郊区增加了住房供给。同时，利用宏观数据研究

地区环境质量对房价的影响时，往往难以解决其中的遗漏变量内生性问题，无法准确地得到

环境质量与住房价格间的关系，这也是造成中国缺乏环境移民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已有研

究中，仅席鹏辉、梁若冰（2015）根据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了模糊断点回归

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空气质量对环境移民的影响，但该文以住房销售面积作为移民的代理

变量，仍很难作为环境移民的直接经验证据。

综上，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环境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仍存在需要改善的

地方。一是缺乏环境移民的直接实证证据。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享乐价格法，分析环境质量对

房价的影响。然而对于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土地供应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

环境质量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可能难以反映在房价水平上。二是难以有效解决实证研究中

的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即人口可能并非因为环境质量迁移，而是因为环境或自然条件较

好地区拥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Afifi，2011；Veronis & McLeman，2014）。同时，环境质量

导致的人口迁移也可能影响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如过多的迁入人口可能不利于地区环境质

量；当然，环境治理也可能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人口增长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这些

都意味着直接回归分析面临着内生性问题的严峻挑战。

（二）背景介绍及假说提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如图 1所示）。作为影响人口迁移的

首要因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预期收入差距作用已被诸多研究证实。但是，随着城

市地区工资的迅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现象却未缓解，探求收入以外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被一

些研究所关注。Tiebout（1956）研究表明，公共服务也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虽然

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我国是否存在“用足投票”机制始终存在争议（乔宝云等，2005），但为

更好的公共服务而选择迁移却被已有研究证实（夏怡然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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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变动趋势①

1. 2012 年空气新标准改革。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污染特征已由煤烟型向复合

型转变。2011年末后我国一些地区频繁出现雾霾等空气污染问题，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由于当时用于反映与评价空气质量的空气污染指数（API）仅包括二氧化硫（SO2）、二

氧化氮（NO2）与可吸入颗粒物（PM10），没有涵盖造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细颗粒物（PM2.5）

和机动车尾气污染产生的臭氧（O3），导致居民对空气质量的实际感官与 API所显示的空气

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为此，环保部 2012年初公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GB3095－2012），
规定原有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变为空气质量指数（AQI），新增细颗粒物（PM2.5）、臭氧（O3）、

一氧化碳（CO）三种污染物，有效数据要求由 50%~75%提高至 75%~90%。同时决定新标

准发布后分期分批予以实施。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空气质量“三步走”实施方案，环保部后续又

发布了《关于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的意见》《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

方案》《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二阶段监测实施方案》《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三阶段监测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文件。为实现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按照方案要求，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的第一阶段

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这些城市根据《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新增指标进行监测，并于 2012 年 12 月底前发布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新标

准改革的第二阶段实施城市包括环保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于 2013年 10 月底前发布

数据。第三阶段在除第一、二阶段已实施城市以外的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于 2014年 10
月底前开展监测并发布数据。

由于 API与 AQI主要反映了主要污染物的指标值，而长期以来 PM2.5与 O3尤其是 PM2.5

又是各地区的主要污染物，因此空气质量标准改革后污染指数将显著上升。图 2是 2014-2016
年间 PM2.5、O3与 CO作为首要污染物的空气污染天数占污染总天数的比重。可以发现，这

一比重在所有地区均超过 50%；除宁夏、云南、内蒙古与陕西外，这一比重在其他地区均

超过 80%，在海南省甚至达到 100%。可以推断，不考虑 PM2.5与 O3与 CO的空气污染指数

（API）必然低于空气质量指数（AQI）。为进一步观察新标准改革对空气质量指数产生的影

响，本文展示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新标准改革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和轻度污染天数占比的基

本走势情况。从图 3、图 4中可以看出，2013年以前两者走势基本保持一致。2013年第一

批城市实施新标准改革后，两者间出现明显差异，新标准改革实施城市空气质量为优天数占

比大幅下降，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数占比大幅上升。2014 年第二批城市实施改革后，两者

间差异显著减小，在后续时间内走势继续保持一致。据此，本文提出实证研究第一个待检验

的假说。

假说 1： 空气新标准改革显著提高了城市空气质量指数。

①1982-1995 年的流动人口规模数据来自段成荣等（2009）的研究，2000-2015 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

年鉴 2016》， 2016 年数据来自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1/489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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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M2.5、O3 与 CO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污染总天数比重

2. 空气污染与环境移民。在各类污染中，空气污染对社会公众活动影响最为直接和广

泛，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决策的影响也最大。一方面，空气污染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及健康。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关于能源与空气污染的特别报告中指出空气污染已经

成为继“高血压、膳食风险、吸烟”后人体健康的第四大威胁
①
。中国一些城市中细微颗粒物

（PM2.5）的含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接触上限的 40倍，而《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

显示， PM2.5形式的室外空气污染居中国 20个首要致死风险因子的第 4位，造成 120万人

的过早死亡和 2500万人的健康生命年损失。与此同时，相对于其他污染物，居民自身应对

空气污染可供选择的防护手段更少、应对成本更大，且应对效果可能更差。如 2015 年 12
月 8日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

被迫全部停课以避免空气污染产生的危害。可以发现，尽量避免室外活动成为居民自身防护

的重要手段。然而，受国内外污染特征差异及国内空气净化市场不规范影响，国外空气净化

设备控制室内污染效果十分有限。可以认为，迁移是居民避免空气污染危害的根本手段。在

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以“雾霾”频发为特征的环境污染引发我国居民迁出雾霾地的意向

和行为也进一步证实了由空气污染引起的环境移民的存在
②
。2014年《中国经济导报》指出，

中国环境移民已分化为两个群体，分别迁移至海外或国内环境尚未受大规模污染地区
③
。然

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属于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仍有待实证证据的进一步检验。

当新标准改革的实施（空气污染指数转化为空气质量指数）导致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有

了明显提高时，地区居民可能相机做出迁移决策成为环境移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污染指

数的提高既与地区经济等其他指标的变化无关，也与空气污染实际程度的变化情况无关，其

主要来自于统计口径的变化，这确保了改革冲击对环境移民行为的足够外生性。据此，本文

①参见《空气污染造成公众健康损害已成全球问题》

（http://www.sohu.com/a/109233206_119638）。该文同时指出，中国每年由于大气污染引发

的经济损失将占 GDP的 2.63%，高于 OECD国家中大气污染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韩

国，其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 GDP的 0.63%。
②
具体内容见《纽约时报》文章《雾霾催生中国新“环境移民”》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3/1125/306938.shtml）、美国《时代周刊》文章《中国的

超级富豪正为躲避雾霾逃离中国》。同时，腾讯新闻的报道指出雾霾是该家庭移民的推动因

素，具体内容见《“逃离”京津冀雾霾的人们》（https://news.qq.com/a/20170105/001004.htm）。
③详见《中国经济导报》2014年 2月 15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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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实证研究第二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2：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可能导致环境移民的出现。

图 3 空气质量优的天数占总监测天数比例

图 4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的天数占总监测天数比例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策略

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空气质量新标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共包括 74个城市；第二阶段在国家环保重点城市

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开展，共包括 87个地级城市；最后阶段覆盖全部地级市。为观察新

标准改革对各地区空气质量指数的影响，可利用模型（1）分析：

�t�n � �� � �nݐܽܵݐ�nܵݓ�݁��� � �����t� �n � �� �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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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 AI为城市空气污染指数，具体是改革前后对应的 API和 AQI指数。

同时，为了观察改革对空气质量指数的影响，本文还采用了空气污染指数超过 50、100、150
与 200的天数占总监测天数的比重这一指标。核心解释变量是 NewStandard ，该变量根据

各地区具体改革年份设定，在该城市实施新标准前， NewStandard 等于 0，实施后

NewStandard 等于 1。X为控制变量，选择城市人均实际 GDP、固定资本存量控制经济发

展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选择师生比、每万人医院数与床位数控制地区其他公共服务对人

口迁移的可能影响；选择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控制就业因素对人口

迁移的影响。为控制不同年份和省份其他政策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模型（1）还控制了

时间固定效应 t和地区固定效应 i， 1it 是残差项。

模型（1）中， ��显著大于 0表明新标准改革提高了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否则说明新标

准改革无法提高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当�� �0时，可以继续观察污染指数的提高是否影响地

区流动人口规模，如模型（2）所示：

���ܽܵn�ā��n � �� � �nݐܽܵݐ�nܵݓ�݁��� � �����t� �n � �� � ���n （2）

模型（2）中 itMigration 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地区常住人口净迁入量作为代表指标。

模型（1）（2）类似于 IV 估计的第一阶段回归和第二阶段回归。此时，可以选择直接估计

新标准改革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如模型（3）所示：

���ܽܵn�ā��n � �� � �nݐܽܵݐ�nܵݓ�݁��� � �����t� �n � �� � ���n （3）

（二）数据说明

1. 人口迁移变量。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地区人口统计包括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两个指

标。但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本文选取了常住人口净迁入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一，地区

户籍制度是影响当地户籍人口规模的关键性因素。在本文实证样本区间内中国绝大多数城市

的户籍制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动，这对户籍人口迁入量产生显著影响。但户籍制度政策变

动衡量难度较大，使得难以在被解释变量中剔除户籍政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作用又十分

重要。第二，环境移民转化为户籍人口需要足够的条件。在多数城市落户条件中均存在时间

限制，即常住人口成为户籍人口存在时滞。如厦门市规定的外来人口落户条件中包括“持有

厦门市《暂住证》或《居住证》连续至少满 5年（岛内需满 8年，岛外需满 5年）、参加厦

门市社会养老保险连续满 5年”，广州市规定的落户条件中则需要工作满 3年（2014年《广

州市户口迁入管理办法》）。这表明即使外来人口迁移因空气质量迁移至某城市，一段时间内

其在这个城市的身份仍是常住人口。除了转化为户籍人口的时滞效应外，其他限制条件均可

能使得环境移民难以真正地转化为户籍人口。因此，以户籍人口为被解释变量极可能低估环

境移民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公开的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本文所用常住人口数据为作者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进行平均的人均 GDP推算所得。具体的计

算公式为：常住人口=城市 GDP总量/城市人均 GDP，本文将推算所得结果与 CEIC中可得

的部分城市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基本一致。

2. 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是否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改革实施的城

市及时间信息来自中国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空气

质量新标准第二阶段监测实施方案》和《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三阶段监测实施方案》，当一城

市在当年公布空气质量新标准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考虑到相对于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

施环境移民可能存在滞后性，本文也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这也能有效避免实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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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向因果问题。控制变量选取中，以城市人均实际 GDP、固定资本存量控制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以师生比、每万人医院数与床位数控制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第三产业国内生

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控制就业因素。相关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由于 2000 年以前城市人均 GDP 数据缺失比较严重，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区间为

2001-2016年。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 2001年为基期对经济类变量作消胀处理。

除 API和 AQI变量数据来自环保部公布的《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外，本文实证所用数

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 CEIC数据库。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观测值 均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常住人口净迁入量（百万） 4193 0.097 105.490 -15.029
住房销售面积（十万平方米） 3338 30.604 510.546 0.090

空气质量指数小于 50天占比（%） 1926 52.555 100 0
空气质量指数大于 50天占比（%） 1926 81.004 100 0
空气质量指数大于 100天占比（%） 1926 19.742 100 0
空气质量指数小于 150天占比（%） 1926 5.578 100 0
空气质量指数小于 200天占比（%） 1926 2.182 71.429 0

空气质量新标准 4230 0.122 1 0
人均实际 GDP（元） 4218 9.828 11.918 7.423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百万） 4224 67992.48 1182526 1043.216
普通中学生师比 4186 68.460 206.929 30.362

每万人床位数（个） 4207 39.587 1218.788 1.097
每万人医院数（个） 4169 0.606 10.871 0.010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4216 36.839 80.232 8.575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4223 48.341 90.972 0

平均工资（元） 4213 30473.05 122749 5656.28
住房压力 4033 0.112 0.518 0.025

常住人口净迁入量增长率（%） 4191 5.113 3546.6 -94.369
迁移家庭完整性 27914 0.655 1 0

迁移稳定性 68968 0.367 1 0
受教育程度

① 68968 10.567 19 0
落户门槛 68968 1.277 3.176 0.323

月工资收入对数 68686 8.199 11.513 1.609
年龄 68968 35.945 83 16

户口性质 68968 0.830 1 0
是否有子女 27915 0.907 1 0

是否有非学龄子女 27951 0.459 1 0
是否有学龄子女 27951 0.318 1 0

四、 回归结果与检验

①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未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学专

科=14，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



9

（一）基准回归

表 2报告了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对空气污染情况的回归结果，第（1）~（6）列被解释

变量分别是空气质量指数低于 50天和超过 50、100、150、200与 300 的天数占总监测天数

的比重。可以看出，新标准改革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空气质量新标准

改革显著提高了人们可观测到的空气污染指数。

表 2 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对空气污染情况的回归结果

变 量
<50天数 >50天数 >100天数 >150天数 >200天数 >300天数

（1） （2） （3） （4） （5） （6）

新标准改革
14.514***

（2.544）
6.870***

（1.962）
3.089***

（1.492）
8.989***

（1.858）
9.511***

（1.058）
2.648***

（0.3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86 1885 1885 1885 1885 1885
R� 0.339 0.740 0.171 0.347 0.274 0.094

注：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显著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3报告了气污染情况对城市人口净迁入量的回归结果，第（1）~（6）列的解释变量

分别是空气质量指数低于 50天和超过 50、100、150、200与 300 的天数占总监测天数的比

重。可以看出，空气污染的回归系数基本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说污染指数提高降

低了地区人口净迁入量。

表 3 空气污染情况对城市人口净迁入量的回归结果

变 量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5） （6）

空气污染
0.021***

（0.006）
-0.020***

（0.007）
-0.014***

（0.006）
-0.023***

（0.009）
-0.035**

（0.016）
-0.018

（0.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82 1582 1582 1582 1582 1582
R� 0.060 0.055 0.054 0.054 0.053 0.050
表 4所示为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对城市人口净迁入量的影响，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

量，第（2）~（4）列在第（1）列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与就业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意味着新标准改革导致城市人口净迁入量下降。

表 4 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对城市人口净迁入量的回归结果

变 量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新标准改革
-1.773***
（0.222）

-1.507***
（0.230）

-1.328***
（0.229）

-1.317***
（0.230）

经济发展水平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就业因素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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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193 4192 4101 4095
R� 0.028 0.035 0.073 0.073

表 5报告了控制城市空气污染情况后新标准改革对城市常住人口净迁入量的影响，第（1）
~（6）列分别加入空气污染指数低于 50天和超过 50、100、150、200及 300的天数占总监

测天数的比重。可以发现，控制空气污染情况后新标准改革在绝大多数回归中系数不再显著，

证实了新标准改革是通过提高空气质量指数限制了城市常住人口净迁入量。

表 5 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对人口迁移的回归结果

变 量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5） （6）

新标准改

革

0.329
（0.617）

0.298
（0.519）

0.260
（0.619）

0.255
（0.619）

0.257
（0.620）

0.294
（0.621）

空气污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82 1582 1582 1582 1582 1582
R� 0.060 0.052 0.054 0.054 0.053 0.050

（二）稳健性检验

尽管 API 转化为 AQI会提高城市空气的总体污染数值，但判断这一指标转化是导致城

市人口净流入量下降主要原因的前提是 API 中包含的主要污染物指数值未显著上升，否则

就难以判断人口净流入量下降是 API中原有主要污染物数值上升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引起，

还是指标转化使居民获得更加精准的空气质量指数引起。为此，本文实证检验了空气质量新

标准实施对 API 中原有主要污染物数值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6第（1）-（3）列所示。新标

准改革对 SO2、NO2及 PM10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证实了空气污染指数（API）转化为空气

质量指数（AQI）是引起环境移民的主要原因。

表 6 新标准改革对 SO2、NO2与 PM10影响

变 量
PM10 SO2 NO2

（1） （2） （3）

新标准改革
0.008

（0.013）
-0.003

（0.010）
0.004

（0.0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90 390 390
R� 0.331 0.479 0.127

DID回归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改革前的共同趋势。根据《空气质

量新标准实施方案》，最早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直

辖市及省会城市。因此新标准改革城市确定主要考虑了行政等级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人口

迁入量，初步满足共同趋势假设。但为更准确观察处理组与对照组改革前后人口净迁入量差

异，并考虑到新标准改革分批实施特征，将后实施改革作为先实施改革地区对照组。具体而

言，将第二批与第三批实施改革地区作为最早实施改革地区对照组，第三批实施改革地区作

为第二批实施改革地区对照组。由于新标准改革的最早时间是 2013，第二批改革时间是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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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此，共同趋势检验的两个时间段分别是 2002年至 2012年、2012年至 2013年。如图

5所示，改革前处理组与对照组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但第二批城市启动新标准改革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人口净迁入量差异迅速扩大
①
。而新

标准改革全面实施后，两者间差距又与改革前保持一致，即对照组人口净迁入量显著低于处

理组。由此，可以直观判断新标准改革确实显著降低了城市人口净迁入量。

图 5 共同趋势检验

干扰本文实证结论的一个问题是样本选择非随机性，即率先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城市的

确定可能不是随机的。一般而言，城市居民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

染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可能引起关注空气质量的群体越大，意味着实证分

析可能面临反向因果问题挑战。为排除这一干扰，本文以是否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作为被解

释变量，滞后 1期的常住人口净迁入量和其他城市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logit回归，

判断其是否影响城市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为避免其他政策因素干扰，回归样本区间限制在

政策真实发生期前 3年。与共同趋势检验处理方法一致，对第一批与第二批采用空气质量新

标准样本分别回归。表 7第（1）（2）列分别是第一批与第二批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城市的

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常住人口净迁入量并非是否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影

响因素，满足双重差分外生性或随机性假设。

最早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地区也是户籍管制更为严格的地区。尽管近年来各地区相继

采取了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但总体来看改革力度从小城镇、中等城市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

市呈现逐渐减弱趋势，意味着这些城市的落户门槛依然较高。考虑到教育、医疗及保障性住

房等社会福利的提供均以户籍为依据，意味着迁移到这些地区将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因此

常住人口流入量下降的原因很可能是户籍制度引起而非环境污染因素。为排除户籍因素的影

响，本文将吴开亚等（2010）构建的落户门槛指数纳入回归，结果如表 7第（3）列所示，

环境移民效应依然稳健。

2008年后各地区房价大幅上涨，尽管各地方政府频繁出台调控政策，但北上广深四个

一线城市房价近六年的平均涨幅仍高达 80.15%，二线城市房价涨幅紧随其后，房价成为人

①本文也观察了第一批城市启动新标准改革后其与后续实施改革地区人口净迁入量的差异，

其走势与图 5基本保持一致，但新标准改革引起二者间差距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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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迁移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与户籍制度一致的是最早启动新标准改革的地区同时也是房价

最高的地区，即常住人口净迁入量下降可能是房价因素所致。为排除这一干扰，本文将住房

压力纳入回归。其中，住房压力以每平米商品房销售价格与城市平均工资比值衡量。回归结

果如表 7第（4）列所示，新标准改革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本文实证结果受房价因素

影响的可能性较小。直辖市可能是产业结构升级较快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且本身就拥有较

多的高校资源，决定了其对劳动力的个人素质具有更高要求，因而劳动力就业受限可能决定

了其迁移选择。为此，本文剔除实证样本中的直辖市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6第（5）列所示，

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影响依然稳健。

表 7 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变 量
NewStandard NewStandard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5）
常住人口

净迁入量

-2.000
（1.870）

-1.590
（1.351）

新标准改革
-2.037***

（0.589）
-1.391***

（0.244）
-1.228***
（0.232）

落户门槛
-0.992

（1.242）

住房压力
-1.339

（1.8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12 810 559 3914 4036
R� 0.289 0.258 0.220 0.069 0.075

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制度因素等各类条件都与行政等级有关。

为排除行政等级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参考刘瑞明、赵仁杰（2015）的研究将样本城市分

别划分为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与大城市三个行政级别，考察城市行政级别对人口迁移的影

响。表 8第（1）~（3）列分别是对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与大城市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行政级别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的可能性较小。为了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因素的可能影响，本文通过设置虚拟政策时间发生点进行反事实检验。首先，可以假设空气

质量新标准最早改革时间分别是 2010年、2011年与 2012年，也即比真实政策发生时间提

前 3年、2年与 1年。通过对模型（3）回归分析，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8第（4）~（6）列所

示。采用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城市人口净迁入量下降是空气质量新标

准改革所致。

表 8 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行政等级与反事实检验

变 量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5） （6）

省会城市
1.005

（0.927）

副省级城市
0.664

（0.940）

大城市
0.774

（2.418）
新标准改革提

前一年

0.347
（0.232）

新标准改革提

前二年

0.308
（0.234）

新标准改革提 0.285



13

前三年 （0.2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095 4095 4095 4095 4193 4095
R� 0.065 0.065 0.065 0.065 0.065 0.065

此外，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常住人口增长率，结果如表 9第（1）列所示。新标准

改革导致地区常住人口净迁入量增长率下降约为 20%。其次，借鉴席鹏辉、梁若冰（2015）
研究进一步以住房销售面积衡量人口迁移。其基本思想在于环境移民将显著增加地区住房需

求，而受我国近年来土地供应量持续增加的影响，环境移民效应最终将体现在房屋销售面积

上而非价格水平上。根据第（2）列结果，新标准改革的回归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支持本文基础回归部分的结论。异常值可能干扰回归系数的有效估计。如表 1所示各城市在

常住人口净迁入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排除异常值对估计效应的潜在影响，本文对被解释

变量作 1%和 5%的缩尾处理，实证结果如表 9第（3）（4）列所示，此时新标准改革的回归

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考虑到流动人口主要就业领域为制造业，因此剔除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

可以进一步控制就业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在已有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作为控制变量基础上，

将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纳入回归，结果如表 9第（5）列所示，采用空气质

量新标准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城市常住人口迁入量还可能受省级层面政策影响，而各省

在不同时间内的政策存在差异，导致基准回归高估政策改革效果。因此，本文在控制城市固

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基础上，进一步控制省份与时间交互效应，以捕捉各省随时间变化的

政策效应。如表 9第（6）列所示，回归系数值与显著性与基础回归保持一致。

表 9 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变 量
MigrationRate Housesale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5） （6）

新标准改革
-21.093***
（7.720）

-0.433***
（0.124）

-0.586***
（0.060）

-0.157***
（0.016）

-1.316***
（0.230）

-1.292***
（0.248）

制造业就业

占比

-0.002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时间交叉

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4095 3245 4095 4095 4092 4077
R� 0.074 0.516 0.151 0.110 0.073 0.198

（三）异质性分析

一般而言，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Gawande（2000）研究发现，由于

劳动力比污染源更具流动性，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才逐渐具备迁移能力。针对孟加拉

国的调查分析同样发现，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迁移在贫困群体中发生的可能性更小（Gray &
Mueller，2012），意味着环境污染带来的常住人口净迁入量下降效应可能随人均收入水平发

生变化。通过以 2001-2016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均值为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部分后

重新估计模型（3）。表 10第（1）~（3）列所示分别为低工资水平和中高工资水平城市新标

准改革对常住人口净迁入量的影响，与本文推断一致，随着平均工资水平提高，新标准改革

带来更大的净迁入量下降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平均工资水平提升而迅速增大。

新标准改革对常住人口净迁入量的影响也可能因工业化水平不同而产生差异。环境库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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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茨曲线（EKC）显示，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向影响呈“倒 U”
型，即经济增长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陆旸，2012）。具体到环境移民，由于工业污

染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环境质量逐步恶化，对人口净迁入量负向影

响随之增加。但当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时，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快速增加使地方政府拥有

更多财力与更高技术水平采取环境规制政策或强化污染治理。李香菊、刘浩（2016）研究发

现，地方政府财力增强（以财政收入分权表示）有利于提高其污染治理积极性。此时新标准

改革对人口净迁入量影响可能下降或不再显著。为观察工业化水平差异的影响，本文以

2001-2016年城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值作为标准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低

中高三个地区估计模型（3）。表 10第（4）~（6）列分别为低工业化水平和中高工业化水平

城市新标准改革对常住人口净迁入量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新标准改革对

常住人口净迁入量影响的绝对值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这也表明了治理和发展并不冲突，

高工业化水平地区也可能拥有更高的环境质量。

表 10 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工资与产业结构异质性

变 量

平均工资 工业化水平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5） （6）

新标准改革
-1.135***
（0.293）

-1.197**
（0.552）

-1.717***
（0.286）

-1.021***
（0.236）

-2.524***
（0.622）

-0.200
（0.1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68 1357 1370 1361 1368 1366
R� 0.098 0.091 0.090 0.117 0.080 0.160

“以污染换增长”是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典型发展模式。但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

增长，1997年原环境保护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的通知》，环

境质量与环境建设成为评选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重要内容，且环保模范城市还实行严格的退

出机制，一旦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或上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

标未完成将被立即取消模范称号，相应的申报资格也将被暂停两年。环保模范城市称号有利

于促进地区产业发展，解决居民就业（席鹏辉、梁若冰，2015）。因此，尽管在环境治理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普遍存在利益冲突，为申请环保模范城市或保有该称号的地方政府将

重视环境保护与治理（席鹏辉，2017），因此新标准改革对环保模范城市的影响十分有限。

表 11中第（1）（2）列所示分别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非环保模范城市的回归结果，新标准

改革在环保模范城市样本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非环保模范城市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新标准改革引起非环保模范城市人口净迁入量平均下降 106.1
万人。

环境移民的另一种异质性可能表现在居民对政府治理污染的预期中，即对政府治理污染

有积极预期居民不会受到环境污染影响。而我国城市发展和各项保障措施均与行政等级密切

相关（刘瑞明、赵仁杰，2015）。如省会城市由于政治约束力较强，也即上级政府对其关度

较高或居民有更顺畅的意见表达途径（贾俊雪、宁静，2015），会引起本级政府更注重污染

治理。即使新标准改革引起环境质量指数上升，但居民预期在未来一段内地方政府必然会采

取相应治理措施，因此并不产生迁移意愿或迁移意愿较弱。更为重要的是，当新标准改革引

起非省会城市污染指数大幅上升后，其还可能进一步吸引常住人口向省会城市迁移。据此，

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11第（3）（4）列所示。

新标准改革的迁移效应在省会城市显著为正，引起省会城市人口净迁入量平均上升 190万人。

迁移效应在非省会城市显著为负，引起非省会城市人口净迁入量平均下降 9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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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政府偏好异质性

变 量

环保模范城市 省会城市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1） （2） （3） （4）

新标准改革
0.302

（0.394）
-1.061***

（0.288）
1.900**

（0.885）
-0.970***

（0.2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55 3340 443 3652
R� 0.317 0.073 0.569 0.086

五、进一步的讨论：哪些人在迁移？

上述分析表明，新标准改革造成了环境移民的出现。不过，环境移民行为的收益和成

本在不同群体中呈现出不同水平，这决定了最终环境移民可能集中在某些特定群体，当这类

群体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时，地方政府不仅无法忽视，甚至必须日益重视地

区环境移民现象的出现及可能造成的人力资本流失。在面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时，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更高的人群拥有更强的风险规避能力，

可以选择迁出或不迁入环境污染较严重地区（洪大用，2015）。Gawande（2000）研究发现，

高技能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环境质量高地区工作。其原因是相较于低技能人口，高技能人口留

在环境质量较差地区要求更高补偿，且边际补偿随着环境质量恶化递增。当达到某一个平衡

值后企业继续支付补偿不经济，高技能人口最终选择环境质量较高地区。然而也正是因为随

着环境质量恶化收入较高人群选择迁出，地方政府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并着手改善环境质量

（Rothman，1998）。可以发现技能水平与个人收入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口迁移决

策。

进一步，居住时间也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期居住某地将形成对该地区自然

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依赖，当面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风险时，居住时间更长的人群迁移心理成本

更大，发生环境移民可能性更低。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居住某地还将形成对该地区环境变化

的适应能力。即通过调整自身行为抵御环境污染危害，实现雾霾问题“习惯化”或“去污染化”。
如长期居住在高污染地区居民对本地污染程度的感知低于来自低污染地区的居民（Wohlwill，
1974）。因此，环境污染对长期居住人群迁移意向影响可能十分有限。

环境污染的这种影响因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和居住时间不同而存在差异性，而长

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与户籍制度使城市户籍居民拥有更多资源，造成城乡流动人口面对

风险时拥有不同的应对能力（魏东霞，2018）。因此，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年龄与户籍性质

差异将导致不同人群面对环境风险时应对能力差异，最终影响迁移决策。为识别环境污染的

个体异质性，本文采用模型（4）：

���ܽܵn�ā��鈈 � �� � ��× �tt鈈 � ��× �tt鈈× ��鈈 � ������ t� （4）

模型（4）中， ijMigration 是第 j个城市第 i个人口的迁出意向， jAQI 为第 j个城市的

空气质量指数， ijP 代表个人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年龄、居住时间与户口性

质， jX 除包含与上文回归一致的控制变量外，还纳入了落户门槛。此时主要观察交叉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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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 2 。由于此处关注个体迁移决策，因此本文选择了 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以流

动人口监测数据中“如果符合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作为迁出意愿的代表

指标。当该指标取值为 1时，流动人口愿意在该城市长期居住，取值为 0则表示流动人口具

有迁出意向，回归结果如表 12所示。

从表 12第（1）列来看，受教育程度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长期居住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引致的个人迁出意愿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从第（2）列

来看，收入水平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长期居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污染引

致的个人迁出意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从第（3）列来看，年龄与空气质量指数的

交叉项对长期居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引致的个人迁出意愿随着年龄增长而

增强。从第（4）列来看，居住时间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长期居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环境污染引致的个人迁出意愿随着居住时间增加而增强。从第（5）列来看，户口

性质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长期居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引致的个人迁

出意愿在城市户籍人口中表现更为明显。

表 12 迁移稳定性的异质性分析

变 量
迁移稳定性 迁移稳定性 迁移稳定性 迁移稳定性 迁移稳定性

（1） （2） （3） （4） （5）

空气质量指数
0.011***

（0.0006）
0.021***

（0.001）
-0.007***

（0.0006）
-0.003***

（0.0005）
-0.014***

（0.0005）
受教育程度•空气

质量指数

-0.001***
（0.00003）

收入•空气质量指

数

-0.003***
（0.0002）

年龄•空气质量指

数

0.00007***
（0.00001）

居住时间•空气质

量指数

-0.0004***
（0.0002）

户口性质•空气质

量指数

0.010***
（0.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3020 62752 63020 63020 63020
R� 0.127 0.111 0.107 0.111 0.126

注：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一般而言，“独自流动”或“家庭化流动”是影响家庭在本地长期居住决策的关键因素。

由于举家迁移的成本更高，稳定性更强，迁出可能性更小，本文进一步引入“是否独自流动”
指标考察个人的迁出意向。当该指标取值为 0时，流动人口为独自流动，即迁移不完整。与

个体迁移不同，家庭迁移行为还在更大程度上受教育、医疗及环境等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

境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更容易发生在老人和幼儿群体中，降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意愿；但

同时教育与医疗水平更高地区也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意愿。因此与个体迁移不同，

空气污染对家庭化迁移作用方向并不确定。进一步，考虑到教育对家庭化迁移影响在有孩子

家庭中可能表现更为明显，为观察教育与空气污染对家庭化迁移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加入“您
是否有子女”与空气质量指数交叉项。当家庭中有孩子时，“您是否有子女”取值为 1，相反

则取值为 0。回归结果如表 13所示，空气质量指数上升引起流动人口家庭不完整迁移，但

这种影响因子女年龄差异而不同。

具体而言，从表 13第（1）列来看，家庭是否有孩子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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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污染引致的个人迁出意愿在没有孩子中表现更加明显。

意味着家庭化迁移更重视教育质量而非空气污染。考虑到流动人口子女并非都处于学龄阶段，

非学龄阶段家庭迁移受教育影响更小。进一步加入“子女是否处于学龄阶段”与空气质量指数

交叉项
①
，当家庭中子女处于学龄阶段时，“子女是否处于学龄阶段”取值为 1，相反则取值

为 0，回归结果如表 13第（2）（3）列所示。非学龄阶段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家庭化

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污染引致的个人迁出意愿在拥有非学龄阶段子女中更明

显。学龄阶段与空气质量指数的交叉项对家庭化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环境污染引

致的个人迁出意愿在拥有学龄阶段子女中更弱。因此，空气污染对家庭化迁移影响主要体现

在拥有非学龄子女家庭中。

表 13 迁移家庭完整性的异质性分析

变 量
迁移完整性 迁移完整性 迁移完整性

（1） （2） （3）

空气质量指数
-0.016***
（0.001）

-0.005***
（0.001）

-0.009***
（0.001）

孩子•空气质量指

数

0.009***
（0.0004）

处于幼儿阶段•空

气质量指数

-0.005***
（0.0003）

处于学龄阶段•空

气质量指数

0.004***
（0.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914 27914 27914
R� 0.040 0.037 0.033

注：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3年空气质量新标准改革冲击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 2001-2016年的城市

面板数据与 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讨论了中国环境移民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新标准

改革不仅显著提高了空气质量指数，也明显降低了城市常住人口净迁入量。这一结果在控制

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后依然显著。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环境移民现象。

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当前环境移民的群体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更高人群。对地区

产业结构与政府偏好的分样本回归显示，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新标准改革对常住人口净迁

入量影响的绝对值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随着地方政府环保偏好增强，新标准改革对常住

人口净迁入量影响逐步下降。

本文实证结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是经济的活力、创新力

和竞争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源泉是高水平人力资本。一方面，近年来各大城市相继掀起的

围绕高学历人才的“抢人”大战印证了各地区对高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迫切需要，各地区通过

放宽高学历人才的落户限制、家属随迁并提供购房与创业等支持吸引人口迁入。上海、北京

①由于 18周岁后子女普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或外出打工，随迁可能性较小。因此对非学龄

儿

童年龄区间定义为小于 7周岁，学龄儿童年龄区间定义为 7周岁至 18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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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顶尖人才的落户门槛，武汉、成都、天津等多数城市大量引进高校毕业生。郑州、沈阳、

西安、呼和浩特等不少城市更是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但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

环境质量是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且这种影响在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更高的群体

中更加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即使地方政府改善户籍制度及提高其他福利吸引人才流入，但

其具体效应仍可能受限于地方环境质量，这是当前及未来地方政府不容忽视或低估的重要因

素。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面临经济增长导致

的环境质量恶化时，只有高技能、高收入及城市户籍人口有意愿和能力迁移，环境污染引致

差异化的暴露水平和健康效应又成为引发健康以及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最终触发“污染健

康贫困陷阱”。本文也为“以污染换增长”的传统模式提供了一定反思。随着污染对高水平人

力资本流出影响的凸显和放大，可以预期污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收益逐步下降，当达到某一

个平衡值时，“污染”红利可能消失。因此新时期下需要重新审视“以污染换增长”的传统路

径模式。地区污染程度的恶化可能带来高水平人力资本流失，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将受到

根本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增长路径的转变势在必行。这是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

逻辑，也是理解中国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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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an Environmental Immigrant in Chin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from the reform of air quality index

LIU Huan XI Penghu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China）

Abstract: Various cities in China have successively implemented reforms of new air
quality standards in 2013, which provide a good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or study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ssues. Based on the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1 to 2016, we
use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air quality index reform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ity’s air quality index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adopting the new air quality standard, and the net mig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is effect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public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further analysis of this
paper, environmental immigrants hav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When facing the high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isks,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income level have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move out. The paper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re-examine and pos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the loss of human capital.

Keywords: New Standard of Air Quality; Environmental Immigr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